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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政策是政府发挥职能的重要手段，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政府决策的科
学化、合理化。本文基于非实验数据，归纳了目前微观政策领域各种致力于构建“反事实”的政策效应评估

方法，包括工具变量法（ＩＶ）、断点回归（ＲＤ）、双重差分（ＤＩＤ）和匹配方法（Ｍａｔｃｈｉｎｇ），阐述了其各自的优势、
劣势及适用条件，并对实际政策评估中各模型的选用进行了简要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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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政策评价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目的
之一。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社会改革也

在逐步深化，政策、规则的改变频频发生，这为政策

评价方法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背景。

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估，有助于政府决策

的科学化、合理化。通过构建“反事实”对政策效应

进行评估是当前政策评价研究中的热点，从搜集到

的文献来看，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劳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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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为主的微观领域，在宏观领域并未取得太多进

展。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国内外微观政策评估领域

的研究方法做一综述，阐述各种方法在应用上的优

势及劣势，总结其适用条件，并对实证研究中各模

型的选用进行简要述评。

一、政策效应评估的基本问题

１．“反事实”
假定总体中有两组或多组群体，能够在两期或

多期观测到其中的个体数据，并且在某些时期某些

个体受到了一项新政策的“干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在
政策评估中，通常把接受政策干预的样本称为实验

组，把未受政策干预的样本称为控制组。要估计一

项政策的实施效应，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对所有个

体在政策实施前后的结果变量做比较，将差值作为

个体的处置效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进而可推知政策
实施效应。

在二元选择的情况下，定义指示变量 Ｄ，当
Ｄｉ＝１时，认为个体 ｉ选择接受政策的影响；反之，
当Ｄｉ＝０时则视为个体选择不接受政策影响。Ｄｉ由
一系列个体特征因素决定，不同个体之间的选择相

互独立。若定义时期０为政策未实施的时期，１为政
策实施后的时期，则个体ｉ的处置效应可以写作：

τｉ＝Ｙｉ（１）－Ｙｉ（０）
但由于道德因素、社会成本等原因，现实中的

政策只有极少数采用随机实验的方式实施，研究者

可观测到的数据多是非实验数据。这就意味着社

会实验政策实施以后，研究者不可能同时观测到同

一个体在接受和不接受政策干预时的表现。对于

实验组中的个体，研究者无法观测其在未接受政策

干预时的表现；而对于控制组中的个体，研究者也

无法预测其在接受政策干预时的表现。也就是说，

存在着两组“反事实”（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因此，如何
构建 “反事实”就成为政策效应评估中的关键。本

文所讨论的各种评估方法的不同，本质上是其构建

“反事实”的方法不同。

２．个体的异质性决策
在政策实践中，个体并非通过随机委派的方式

接受政策干预。多数情况下政策的实施是区域性

的，区域中的个体会预测自己接受政策干预时可能

获得的净收益，进而通过迁移等反应来决定是否接

受政策影响。也就是说，个体存在私人信息，并根

据私人信息进行参与决策。

个体的私人信息与个体特征紧密相关，具有异

质性，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参与决策，间接影响结果

变量，还可能直接对结果变量施加影响，是混杂因

素（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如果研究者不能控制混杂
因素对个体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所测得的政策效

应就会出现偏差，称为选择偏差（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ｂｉａｓ）。不
可观测的混杂因素的存在是选择偏差产生的主要

原因。但在政策评估的实践中，抽样方法、样本选

择等的不规范会使得控制组与实验组的可观测变

量分布并不相同，这时就会出现可观测变量的不匹

配引起的偏差。Ｈｅｃｋｍａｎ等（１９９７）指出，可观测变
量的不匹配引起的偏差比不可观测变量引起的偏

差要大得多。

个体异质性决策以及混杂因素的存在，使得微

观政策效应的评估既要解决内生性问题，又要解决

混杂因素的干扰问题，传统上仅将结果变量与协变

量和指示变量Ｄ做简单回归的方法就不再可行了，
必须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３．相关统计量
如上分析可知，由于存在着“反事实”，估计单

个个体的处置效应是不可能的，只能关注平均处置

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ＡＴＥ）或实验组的平
均处置效应（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ＴＴ）。其中，ＡＴＥ表示从总体中随机选择一个具有
特征Ｘ的个体接受干预时所能获得的平均回报，
ＡＴＴ表示通过自我选择接受干预的个体相比于其
未接受干预时能获得的平均回报。ＡＴＴ与 ＡＴＥ回
答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不同

的。但当政策对所有个体的影响相同，或者当受干

预的个体是随机选取，且研究者关注政策对总体的

平均影响时，ＡＴＴ与 ＡＴＥ等价。ＡＴＥ与 ＡＴＴ的计
算方法分别如下所示：

τＡＴＥ ＝Ｅ（τ）＝Ｅ［Ｙ（１）－Ｙ（０）］
τＡＴＴ ＝Ｅ（τ｜Ｄ＝１）

＝Ｅ［Ｙ（１）｜Ｄ＝１］－Ｅ［Ｙ（０）｜Ｄ＝１］
此外，Ｂｊｏｒｋｌｕｎｄ等（１９８７）还提出了边际政策效

应（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ＭＴＥ）的概念。ＭＴＥ指
处于接受或不接受干预临界状态的个体最终选择

接受政策干预时的平均回报。可见，研究者要根据

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估计量进行测算。

因为ＡＴＥ所包含的研究对象来自于总体，包含
了很多实际未被纳入政策实施范围的个体，ＭＴＥ将
处于临界状态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二者都不是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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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关注的重点。ＡＴＴ直接将实际接受政策干预
的个体的平均处置效应作为关注点，符合决策者的

政策意图，有利于评估目标群体从政策中获得的平

均回报，从而帮助判断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因

此，实际中ＡＴＴ的应用较为普遍。
二、使用非实验数据构建“反事实”的

方法

根据数据产生方式的不同，微观政策效应评估

的方法可分为随机受控实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准 实 验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以 及 匹 配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等方法。

１．随机受控实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随机受控实验是最可信的一

种政策评估方法。它通过将符合项目参与条件的

部分个体随机地排除至项目之外，为实验组对象提

供一个自动生成的控制组。但是，随机受控实验有

其自身的局限性：（１）在经济中很少遇到，且实施成
本高，时间长；（２）不能用于外推，不能轻易用作政
策实施前的决策依据；（３）实验要求控制组完全不
受政策的影响，但实际中很难排除政策的溢出效

应、替代效应等。基于以上原因，随机受控实验在

实践中应用很少。尽管如此，这一方法仍可帮助我

们判断其它评估方法的效力。

２．准实验
准实验方法将政策改革视为一项实验，试图在精

心设计的实验条件下，为实验组找到一个自然产生的

控制组。准实验方法包括工具变量（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Ｖ）、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以及断点回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ＲＤ）等方
法。其中，ＩＶ是该领域最早使用的方法；ＲＤ在２０００
年后才开始使用，目前使用还较少；ＤＩＤ是目前应用
最多的方法，可信度也较高。

３．匹配方法
匹配方法是利用非实验数据进行政策评估时

常用的方法。匹配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找出足

够的可观测变量，找到与实验组个体足够相近的个

体作为控制组，二者结果的不同完全取决于是否接

受政策干预。这样，如果每个实验组个体都可以找

到一个或多个与其具有相同协变量且未参与项目

的控制组个体相匹配，那么实验组的每个个体的处

置效应就可以计算，ＡＴＴ也可相应地计算出来。
计量经济学方法依托于数据，不同来源的数据

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微观经济政策评估领域，常处

理的数据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截面数据（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纵向数据（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ａｔａ）和重复截
面数据（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依托非实验数
据进行政策评估时，必须根据数据特征选择恰当的

评估方法。数据结构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方法的选

择，而数据质量则关乎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和正确

性。由于随机受控实验在实际中较少遇到，本文将

着重探讨准实验方法及匹配等其他方法的原理及

使用。

三、利用非实验数据进行微观政策效应

评估

１．工具变量法
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处理内生性问

题的方法———ＩＶ法。Ｅｈｒｌｉｃｈ（１９７５，１９７７）运用时间
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就美国执行死刑对降低谋杀

率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具有典型性。Ｅｈｒｌｉｃｈ认识到
谋杀率与死刑执行率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并试图

应用ＩＶ来解决其内生解释变量和遗漏解释变量的
问题。他选择了此项政策支出的滞后量、总的政府

支出、人口、非白人比例等变量作为 ＩＶ，但并没有解
释为什么这些变量是好的 ＩＶ，所选出的这些 ＩＶ与
内生的解释变量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关联。直至

Ｅｈｒｌｉｃｈ（１９８７，１９９６）的研究出版，其选择 ＩＶ的考虑
及相关的因果识别问题才得到详细的阐述。Ａｎｇｒｉｓｔ
（１９９０）和Ａｎｇｒｉｓｔ等（１９９１）分别用 ＩＶ研究了参加
越战对老兵收入的影响和教育背景对收入的影响，

从而充分显现了运用 ＩＶ进行因果推断的价值。
Ｃａｒｄ等（１９９２ａ，１９９２ｂ）将学生的出生州与出生队列
作为ＩＶ，研究了教育投入对教育质量的影响，从而
使得教育产出、教育质量领域的研究出现了重大转

折。Ｂｏｕｎｄ等（１９９５）指出了Ａｎｇｒｉｓｔ等．（１９９１）研究
中存在的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从而将ＩＶ的效率问题
以及ＩＶ的选取准则引入研究。此后，有关 ＩＶ研究
的理论问题都主要集中在如何寻找最优的工具变

量上。

工具变量法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估计方法，但是

有两个重要的缺陷：（１）工具变量的选择问题。在
政策评估问题中，要找出满足条件的工具变量并不

容易。在实践中，尤其是当纵向数据和政策实施前

的数据可以获得时，研究者多使用因变量的滞后变

量作为工具变量。但是，这同样会引发相关性，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２）如果个体对于政策的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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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不同，只有当个体对政策反应的异质性并不影

响参与决策时，工具变量才能识别ＡＴＴ、ＡＴＥ。但这
是一个很强的假定，有时研究者不得不假定非理

性，或者忽略研究对象的行为异质性（Ｈｅｃｋｍａｎ，
１９９７）。

２．断点回归
ＲＤ是一种类似于随机受控实验的准实验方

法。它的主要思想是：当个体的某一关键变量的值

大于临界值时，个体接受政策干预；反之，则不接受

政策干预。一般而言，个体在接受干预的情况下，

无法观测到其没有接受干预的情况。而在 ＲＤ中，
小于临界值的个体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控制组来

反映个体没有接受干预时的情况，尤其是在变量连

续的情况下，临界值附近样本的差别可以很好地反

映干预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而计算出

ＡＴＥ、ＡＴＴ等政策效应变量。
ＲＤ最早是由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于１９５８年首先发展设计出来的，但一直没
有得到广泛的应用。Ｈａｈｎ等（２００１）为断点回归的
模型识别和模型估计进行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证

明，并提出了相应的估计方法。自此之后，ＲＤ在经
济学上的应用才开始盛行。到目前为止，对这一方

法的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国

内学者运用ＲＤ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余静
文等（２０１０ａ）研究了城市圈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辐
射效应，考察了其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余静文

等（２０１０ｂ）还使用该方法考察了城市圈对区域经济
绩效的影响，发现城市圈产生的辐射效应和政府治

理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效应会促进城市圈区域的经

济发展。

ＲＤ是一种类似于随机实验的方法，也是准实
验方法中最具有可信性的方法。Ｌｅｅ（２００８）认为在
随机实验不可得的情况下，断点回归能够避免参数

估计的内生性问题，从而真实反映出变量之间的因

果关系。ＲＤ方法应用的关键假设是要求在断点附
近的个体的特征相同，这一假设可以通过统计分析

得到检验。由此可见，ＲＤ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的
实验性，还在于它的因果推断可以方便地得到检验。

３．双重差分
近年来，ＤＩＤ在政策评估研究得到了广泛应用。

ＤＩＤ处理选择偏差的基本思想是：允许存在不可观
测因素的影响，但假定它们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假

定不可观测因素Ｕｉｔ可分解为Ｕｉｔ＝φｉ＋θｔ＋μｉｔ，其
中φｉ是个体固定效应，不随时间变化；θｔ是个体所
处的共同的环境带来的效应，对于所有个体而言都

相同；μｉｔ是个体时点效应。ＤＩＤ假定实验组和控制
组在研究的区间内具有相同的个体时点效应，也就

是说μｉｔ相同，因此通过对截面单位在项目实施前后
的结果取差值，就能排除φｉ、θｔ的影响。反之，若在政
策实施条件下，个体时点效应 μｉｔ不相同，则 ＤＩＤ就
不再是一致估计量。

应用ＤＩＤ评估政策效应的基本步骤是利用面
板数据建立双固定效应模型并估计参数：

Ｙｉｔ＝β０＋β１Ｔｉｔ＋β２Ａｉｔ＋β３ＴｉｔＡｉｔ＋εｉｔ
其中，Ｔｉｔ＝１表示实验组对象，反之则表示控

制组对象；Ａｉｔ＝１表示政策实施后的区段，反之亦
然；ＴｉｔＡｉｔ是交叉项，其系数 β３表示实验组对象在接
受政策后结果变量的变动程度，反映了政策变动的

效应，是目标变量。参数β１表示没有政策干预时，实
验组与控制组的经济行为如何随时间变动，而参数

β２则反映实验组和控制组中任何不随时间变动的
差异。应用ＤＩＤ评估政策效应的一个关键假设是：
当不存在政策干预时，β３ ＝０，这一假设只有在实
验组与控制组性质非常接近时才是合理的。表１概
括了ＤＩＤ方法的基本原理。

表１　ＤＩＤ方法的基本原理

政策

变化前
政策变化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β０＋β１ β０＋β１＋β２＋β３ ΔＹｔ＝β２＋β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 β０ β０＋β２ ΔＹｃ＝β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 ／ ΔΔＹ＝ΔＹｔ－ΔＹｃ＝β３

Ｈｅｃｋｍａｎ等（１９８５，１９８６）最早提出使用 ＤＩＤ方
法对社会公共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评估，此后对

ＤＩＤ方法的研究和应用成果层出不穷，典型的有：
Ｃａｒｄ等（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对移民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对
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Ｐｕｈａｎｉ（２０００）对波
兰１９９１年实施的失业救济政策改革对失业持续期
的影响进行了评估；Ｓｔｅｗａｒｔ（２００４）对英国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年引入的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
评估；Ｄｏｎｏｈｕｅ等（２００５）发现美国与加拿大的谋杀
率之间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从而以取消死刑的加

拿大作为控制组，评估了美国恢复死刑制度对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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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执行的死刑政策并未

对社会谋杀发生率起到遏制作用；Ｃｈｅｎ等（２００８）使
用中国２０００个家庭的数据对世界银行发展项目的
效应进行了评估。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运用 ＤＩＤ方法对政策
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的研究有：周黎安等（２００５）就
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收入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

了评估；朱宁宁等（２００８）对我国建筑节能政策的实
施效应进行了评估；黄清（２００９）对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
电力行业放松规制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和

研究；刘生龙等（２００９）评估了西部大开发对于西部
地区经济增长及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的作用；聂辉华

等（２００９）使用全国层面的企业数据，胥佚萱等
（２０１１）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分别对２００４年开始在东
北地区实行的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俞红海等（２０１０）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对股权分置改
革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李楠等（２０１０）利用中
国工业行业数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进行了

评估。

ＤＩＤ方法允许不可观测因素的存在，而且允许
不可观测因素对个体是否接受干预的决策产生影

响，从而放松了政策评估的条件，使得政策评估的

应用更接近于经济现实，因而应用更广。但是，研

究者在应用中也应该充分认识到 ＤＩＤ方法的局
限性：

（１）数据要求更加苛刻。ＤＩＤ方法以面板数据
模型为基础，不仅需要横截面单位的数据，还需要

研究个体的时间序列数据，特别是政策实施前的数

据。因此，相比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ＤＩＤ方法要求更多的
数据。

（２）个体时点效应μｉｔ未得到控制。ＤＩＤ要求很
强的识别假设，它要求在政策未实施时，实验组和

控制组的结果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路径平行，这一假

设并没有考虑个体时点效应 μｉｔ的影响。由于 μｉｔ的
影响，在项目实施前后，实验组和和控制组个体行

为的结果变量并不平行，此时应用传统的 ＤＩＤ方法
就会出现系统性误差。

（３）未考虑个体所处的环境对个体的不同影

响。ＤＩＤ方法假定环境因素的冲击对处于相同环境
中的个体会产生相同的影响，即θｔ对所有个体都相
同。但实际中，实验组和控制组个体可能因为某些

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使得其在面临相同的环境因

素的冲击时做出不同的反应，此时 ＤＩＤ的应用就会
出现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国外学者在使用 ＤＩＤ的过程
中，逐步对其进行了扩展，扩展的方向主要有两个：

一是考虑ＤＩＤ中未控制的因素，从而进一步放松其
应用条件；二是将ＤＩＤ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等其他政策评估
方法结合起来，提出新的估计量。比如：Ｂｅｌｌ等
（１９９９）考虑了个体所处的环境对个体的不同影响，
提出了经趋势调整的估计量；Ｈｅｃｋｍａｎ等（１９９７）提
出了“条件 ＤＩＤ”这一新的估计量（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将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与 ＤＩＤ方法结合起来应用，
不仅能大大降低选择偏差，且结果更为可信。但不

容忽视的是，条件 ＤＩＤ仍要满足“共同支撑域”
假定。

４．匹配方法
匹配是一种非实验方法，是对于一些没有采

用或不方便采用实验方法区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数据采用的一种近似实验的方法。匹配方法假

定，控制协变量之后，具有相同特征的个体对政策

具有相同的反应。换句话说，不可观测因素不影

响个体是否接受政策干预的决策，选择仅仅发生

在可观测变量上。因此，对每一个实验组个体而

言，可以根据可观测特征为其选择一个控制组个

体构成反事实。

在实证分析中，根据选择控制组时匹配方法的不

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又 可 分 为 协 变 量 匹 配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ｔ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ＣＶＭ）和倾向得分匹配（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等。其中，ＣＶＭ涉及多个协变量，会
导致“维度灾难”、计算过于复杂等问题。Ｒｏｓｅｎｂｕａｍ
等（１９８３）指出，如果协变量能使得条件独立假设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ＩＡ①）成立，那
么倾向得分（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ＰＳ）作为协变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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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当然也能使得ＣＩＡ成立。通过将协变量中蕴含
的信息转移至ＰＳ中，ＰＳＭ可以克服ＣＶＭ的劣势，成
功降维，从而在实践中应用更多。

Ｒｕｓｅｎｂａｕｍ等（１９８３）提出的利用 ＰＳＭ来消除
混杂因素所引起的偏差，在提出之初并没有受到很

大关注，但是近些年被广泛应用于医药、经济、政策

评估等领域，成为政策效应评价中最常用的方法。

Ｐｅｒｋｉｎｓ等（２０００）讨论了此方法在流行病药效学上
的应用，Ｇｉｌｌｉｇａｎ等（２００７）对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实
施的应急食品救援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评估，Ｓａｎｄｒａ
等（２００９）对法国的一项再就业培训项目的效应进
行了评估。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运用 ＰＳＭ方法
对社会公共政策的效应进行评估。陈玉萍等

（２０１０）运用 ＰＳＭ方法研究了滇西南山区改良陆稻
技术的采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解决了应用传统方

法分析农业技术效应时，因农户技术采用存在的自

我选择而带来的因果干涉问题；李佳路（２０１０）运用
ＰＳＭ方法，采用 Ｓ省 ３０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２００９年的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对扶贫项目的减贫效
应进行了评估。

ＰＳＭ作为非参数方法，不需要对可观测因素的
条件均值函数和不可观测因素的概率分布进行假

设，因而相比参数方法具有优势。但是，ＰＳＭ也有
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１）极强的前提假设。ＰＳＭ的应用必须满足
ＣＩＡ和共同支撑域假定，这两个假定合起来称为“强
可忽略性”假设。一旦违背这一假定，ＡＴＥ和 ＡＴＴ
就会出现偏误。Ｈｅｃｋｍａｎ等（１９９７）通过假设检验
表明当“强可忽略性”假定不满足时，不宜应用 ＰＳＭ
的方法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估；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８）通过
理论分析认为当存在未观测到的混杂因素时，ＰＳＭ
方法不仅不能消除系统误差，反而会带来新的偏

差；刘凤芹等（２００９）运用蒙特卡罗模拟实验的结果
也表明ＰＳＭ对强可忽略性假设非常敏感，即使是轻
度的违背，ＰＳＭ的估计结果偏差也超过 ５０％；
Ｋａｎｎｉｋａ等（２０１０）运用实际数据，对比参数方法与
ＰＳＭ方法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ＰＳＭ的应用需要满
足“强可忽略性”假定。

（２）不能为所有的实验组个体找到控制组个
体。匹配方法仅能为处在共同支撑域上的个体找

到合适的对照个体。如果对于不同个体而言，处

置效应是同质的，那么共同支撑域的假定不会对

政策效应的大小造成影响；反之，如果处置效应是

不同质的，共同支撑域的假定使得某些实验组个

体很难找到“反事实”，处置效应无法识别。换句

话说，如果匹配过程损失了大量的观察值，处置效

应的估计量就仅在共同支撑域上具有一致性特

征。在异质性响应中，如果实验组个体的处置效应

差别很大，估计出的 ＡＴＴ就不能代表政策的平均
回报。

（３）数据量要求极大。Ｍａｔｃｈｉｎｇ方法往往应用
于截面数据，为了保证条件独立假设成立，需要尽

可能多地搜集协变量信息，将混杂因素分离出来。

同时，为了保证能找到与实验组个体特征最为接近

的控制组，研究者也需要收集大量的个体数据，以

保证结果的精度。

（４）结果的稳健性受到多种挑战。ＰＳＭ方法计
算得到的ＡＴＥ或ＡＴＴ的稳健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如干预分配机制方程的设定、匹配算法的选择

等。刘凤芹等（２００９）运用蒙特卡罗模拟实验的结
果表明，ＰＳＭ对误差项分布不敏感，对隐指标方程
的误设极为敏感；在共同支撑域较小时，ＰＳＭ对具
体匹配方法的选择极其敏感。

综上所述，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的应用必须满足很强的假
设前提，并且要具有相当的数据量。如果研究者认

为无法验证强可忽略性假定，手头的数据样本又不

够大，就必须选用其他的政策评估方法，如 ＤＩＤ和
样本选择模型等，它们都明确允许有未被观测到的

混杂因素的存在。

四、研究评述

本文对政策评价的基本原理做了简单阐述，指

出构建“反事实”是政策效应评估的核心。目前利

用微观非实验数据构建“反事实”的方法主要有

ＲＤ、ＩＶ、ＤＩＤ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等方法，其中，ＲＤ类似于随
机实验，因果推断最为清晰，结果最为可信，假设的

可检验性也最强，但适用的范围还较小；ＩＶ、ＤＩ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是目前微观政策评价中的常用方法。本文
从适用数据类型、对混杂因素的处理以及参数识别

三方面对三种方法做简要比较，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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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于微观非实验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比较

方法 适用数据类型 对不可观测因素的假定及处理 异质性处置效应下参数的识别

ＩＶ
截面数据

纵向数据

重复截面数据

不存在未被观测到的混杂因素，个体的参与

决策都基于可观测变量。

仅当个体对政策反应的异质性不影响参与

决策时，ＩＶ才能识别 ＡＴＴ、ＡＴＥ，否则无法
识别。

ＤＩＤ
纵向数据

重复截面数据

允许有未被观测到的混杂因素存在，且对个

体的参与决策产生影响。
可以识别ＡＴＴ，但无法识别ＡＴ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截面数据

纵向数据

不存在未被观测到的混杂因素，个体的参与

决策都基于可观测变量。

仅在共同支撑域上可以识别 ＡＴＴ，无法识
别ＡＴＥ。

　　数据类型及容量对方法的选用至关重要。ＩＶ
法多用于截面数据，但在纵向数据和重复截面数据

中也有应用；（条件）ＤＩＤ方法对重复截面数据的处
理效果最佳，但必须能够获得政策实施前的相关数

据；Ｍａｔｃｈｉｎｇ能很好地应用于截面数据和纵向数据，
但需要大量的个体数据作为支撑，当数据量充足

时，简单的 ＰＳＭ模型也能获得理想的政策效应参
数。仅就数据要求而言，Ｍａｔｃｈｉｎｇ所需的数据量
最大。

不同方法对不可观测因素的处理也不相同。

ＩＶ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假定不存在未被观测到的混杂因素，
所有能同时影响干预分配机制及结果变量的混杂

因素都被观测到，个体接受或不接受政策干预都取

决于可观测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讲，ＩＶ和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是基于可观测变量的评估方法。而 ＤＩＤ则容忍不
可观测因素的存在，且允许其对个体决策产生影

响，通过假定及差分消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从

对不可观测因素的处理而言，ＤＩＤ更为严谨。
当处置效应同质时，ＩＶ、ＤＩＤ和Ｍａｔｃｈｉｎｇ均可识

别ＡＴＴ、ＡＴＥ，但当处置效应异质时，各种方法对
ＡＴＴ、ＡＴＥ的识别情况各不相同。此外，Ｍａｔｃｈｉｎｇ是
非参数方法，不用设定方程，更具一般性；ＤＩＤ方法
不用施加严格的外生假设，只要处置效应能以可加

方式进入结果方程，甚至都不用定义结果方程。相

比而言，ＩＶ需要对方程施加严格的外生假定，实证
分析中需要做更多的检验。

综上所述，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各有不同，优

劣各异，在政策效应评估实践中，研究者必须以经

济理论为基础，根据政策本身的特点，结合所能获

取的数据特征选择适用的方法，并选择符合研究目

的的政策效应参数进行识别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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